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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兩岸的文教交流日趨熱絡，教育科技的發展與師資培育的相關議題在近年來更是備受關注。有鑑於此，哈爾濱師範大學於2013年8月22日至8月26日邀請兩岸的學者專家與會，藉由大會進行「教育科技」與「師資培育」的相關議題研討，透過主題報告、分組報告與討論等方式，進行深入的學術對話與交流。透過研討會此一平台，兩岸學者不僅能深度互動，進而建立友誼，同時也有助於日後學術合作的積極開展。 

[bookmark: _Toc385230676]壹、目的
  一、瞭解中國大陸哈爾濱師大等校高等教育、教育科技與師資培育的發展現況。
  二、藉由學術交流分享兩岸學者之研究心得。
  三、提供台灣教育科技的發展現況，促進兩岸未來學術發展與合作。

[bookmark: _Toc385230677]貳、過程
第一天（2013.8.22）由哈爾濱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院長接機後，雙方在前往下榻旅館的旅途中，對彼此的學校有了初步的瞭解。該校除安排相關人員說明隔日的會議安排情形外，也提供與會者相互認識的機會。
    第二天（2013.8.23）在哈爾濱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的帶領下，與其學院校的教學與行政團隊進行交流，對該學院的院務發展及行政組織、課程內容有深入瞭解。哈爾濱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育技術學專業開設主要課程：教育技術學導論、教育傳播學、程序設計語言、計算機輔助教育、多媒體技術與應用、電視教材編導與製作、遠程教育原理、網絡技術、音頻技術、衛星電視接收與傳播、攝影技術、教育電視系統等。學歷為本科，學制四年，畢業授予理學學士學位。教育技術學專業招收碩士研究生。教育學專業隸屬教育系，主要培養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管理人才，培養大專院校和中等師範學校的教育學和心理學等學科教師、思想政治工作人員、心理健康指導人員，以及各級教育科研機構的科研人員。通過學習，學生應掌握教育的基本規律，熟悉我國的教育方針、政策、法規；掌握系統的中外教育基本理論知識、教育的歷史知識和指導各級各類學校的教育、教學實踐的知識和技能；具備進行教育科學研究的能力，熟練掌握一門外國語和計算機的基本操作技能。
	我校與會人員亦向該校介紹我校在教育科技的發展現況，強調我校在教育科學研究的優勢。兩校與會人員互動良好，氣氛十分熱絡，對彼此有更深刻的瞭解，也充分達成未來兩方擴展實質交流合作的共識。
	第三天與第四天（2013.8.24-8.25）由哈爾濱師範大學安排兩岸教育交流學術研討會，針對中國大陸與台灣之教育科技發展概況進行主題發言，由於參與的學者甚多，發表的論文也相當豐富，故大會安排會學者分別就「教育科技」與「師資培育」的相關議題進行廣泛而深入的分組討論與交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分組上大會頗為用心，各場次除了均安排有主持人、報告人、及評論人之外，也儘量讓兩岸學者有同台交流的機會，學者間的難得互動獲得高度肯定。在主題發言後，隨即開放與會者提問，氣氛相當熱烈，充分顯示學者們主動追求新知的精神。
    個人在此次的學術交流中，主要係以「後現象學觀點的科技思考與教育」為題發表論文。論文旨在從Ihde後現象學觀點分析當代科技與人之間的關係，並嘗試闡釋其在教育上的意義。首先，就現象學對科技的追問，尤其是Martin Heidegger存有論現象學對當代科技的批判進行理解；其次，就Ihde後現象學之意義與特點及其與古典現象學之異同提出分析；最後，就Ihde後現代學觀點對於科技與人之間關係的分析進行闡釋，暨期提出對教育的意義。有關個人所發表論文之主要內容詳如附錄。
	在接下來的各項分組討論與對話中，學者們互動十分熱絡，尤其當地參與的研究生對於各項議題也表達高度的興趣並勇於提問，令人印象深刻。
    第五天（2013.8.26）在哈爾濱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院長的陪同下前往機場，結束此次豐碩的學術交流行程。
[bookmark: _Toc385230678]參、心得
    一、哈爾濱師範大學在教育科技上的發展頗負盛名，其關於教育科技的課程發展與師資培育更是值得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及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進行相互的交流與合作。
	二、近年來大陸投入大量科學研究經費於高等教育，使得高等教育不僅在硬體建築有快速的成長與發展，這種對於軟實力的投資值得做為教育典範，否則兩岸之間的教育落差將更為明顯。
	三、在此次兩岸學術研討會中，個人深刻發現此次參與的中國大陸學生與專家學者的態度十分積極，發問與討論皆十分踴躍，且對於瞭解台灣教育的發展情形均展現高度興趣，這種現象值得台灣學生引為借鏡。
[bookmark: _Toc385230679]肆、建議
    本校與哈爾濱師範大學在教育、人文、管理，以及科技方面皆有許多足以相互借鏡之處，未來應進一步擴大兩校其他院與院之間的學術交流與合作，尤其可進一步簽署校與校之間的合作協議。藉此機會可強化本校學生對中國教育發展與制度的見解，將有助於其日後在大陸教育相關理論與實務上的探討。
[bookmark: _Toc385230680][image: ][image: ]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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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象學觀點的科技思考與教育

楊洲松[footnoteRef:1] [1: 楊洲松，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博士，現任暨南國際大學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副教授兼教學發展中心主任。研究取向為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教育學方法論、教師教育、科技哲學。聯絡方式：54561，台灣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一號。聯絡電話：＋886-49-2918241。電子郵件：zsyang@ncnu.edu.tw。
] 

（台灣暨南國際大學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

1、 前言

    自有教育活動以來，科技與教育總是相互交纏發展。時至今日，科技從早期教育活動中作為「媒介」(media)的角色已轉變為教育活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parts)。對當代科技如此全面性地滲透至教育活動諸領域，許多教育者抱持者相當樂觀的看法，認為教育科技化後，在科技實作性邏輯的帶領之下將會更有效能。然而，也有一些人悲觀地認為，這些新科技的發明，會嚴重衝擊到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教育觀念與制度，甚至解消了作為教育主體之人的地位。然而，即如Martin Heidegger(1954)所指出的，人們對於科技的分析與理解，都是基於一種工具主義的觀點，僅看到科技呈現出來的物體與現象，並未真正掌握科技的本質。沒有掌握科技本質就無法在人與科技之間開展出一種自由的關係（楊洲松，2011）。 
而現象學(Phenomenology)作為科技研究的方法之一，係因為在所有關於科技的問題之中，都暗含了一種基本前提(pre-supposition)或先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即人與科技的關係問題。例如，科技如何改變人類知覺、科技對意識性與意識活動之影響、人與科技間的多樣關係等，而對於此類問題之分析正是現象學的基本出發點及特長。Don Ihde在Jan-Kyrre Berg Olsen & Evan Seliger的訪談錄中就指出，現象學可以顯示出人們發明與塑造科技而科技回過頭來塑造人們之間是如何產生相互關係的(Olsen & Seliger, 2007 :108、楊洲松，2011）。 而他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賡續Husserl、Heidegger與Merleau-Ponty等人的現象學傳統(Ihde, 1993: 111)而開展出其後現象學(postphenonmenology)觀點的科技研究。
本文旨在從Ihde後現象學觀點分析當代科技與人之間的關係，並嘗試闡釋其在教育上的意義。首先，就現象學對科技的追問，尤其是Martin Heidegger存有論現象學對當代科技的批判進行理解；其次，就Ihde後現象學之意義與特點及其與古典現象學之異同提出分析；最後，就Ihde後現代學觀點對於科技與人之間關係的分析進行闡釋，暨期提出對教育的意義。

2、 現象學對科技的追問

「現象學」(Phenomenology)一詞來自於希臘字 “phanionmenon”與 “logos”的組合，表示給予說明的活動，對於種種的現象給予道說(logos)（Sokolowski, 2000/2004: 30）。Heidegger就指出，現象學就是「讓人從顯現的東西本身哪裡，如其所是的來看它」(Heidegger,1927/1989: 46)，這也就是Edmund Husserl所謂「面向事物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的意義。
Husserl現象學的提出，是為了克服傳統Descartes主客二元論的思維方式。Husserl認為，主客體並不能獨立存在，人們是經由與世界的關係而認識自身與世界的。Husserl指出，人們意識活動的「能思」(noesis)總會指向某個被意識的「所思」(noema)，此即所謂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因此人與世界無法被獨立思考，而是彼此有著關連性，必須一起被思考。然而，Husserl的意向性概念仍停留在傳統的認識論領域，是一種「自我—認識—世界」(ego-cognizing-world)的結構，Heidegger進一步認為，意向性應該是一種「此在」(dasein)的「在世存有」(being in the world)的結構（楊洲松，2011）。
所謂的「在世存有」，根據Heidegger在《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 1927)一書中，係指我與他人共享的世界，此有的世界是一個共在(with- world)，存在於(Being-in)的意思就是與他人共在(Being-with others)。Heidegger進一步指出，人們與世界交往(involvement)的方式並不是認識，而是「操弄」(manipulation)。人們存在於世的的首要方式不是認識事物，而是使用工具，同時在使用過程中揭露了世界與自己。人們在與世界交往的過程中「邂逅」(encounter)了用以寫作、縫紉、工作、運輸、測量等各種用具。所有這些器具的特點是，其是依賴於使用情境的，並不是說個別的器具被把握了，然後被納入器具的整體，而是器具從一開始就是作為更大框架或系統的一部分出現的(Heidegger, 1927/1989: 89 )。
準此，在Heidegger看來，一個工具不單單僅是個工具而已，而是具有由此有的「規劃投出」(projection)所形成的意義關係網絡。人們所邂逅的工具必須置放全體功能性脈絡的位置之中來加以理解，此即Heidegger所謂的「在手存有」(ready-to-hand, Zuhandenheit)。進一步而言，從實踐中所獲得的這種知識並不是Descartes式的知識，而是一種使用的知識，工具或設備是為了完成任務的手段。從現象學的觀點看來，物質化的工具此時會成為準透明的狀態，「在手存有的特性就在於，其在手狀態中就彷彿抽身而去，為的是能本真地上手」(Heidegger, 1927/1989: 90)。而做為對象的抽身而去，同時也就揭示了其他的東西；換句話說，Heidegger認為，對於工具存在的存有學定義，必須透過其他事物及在整個實用關係中的用途所理解，亦為對於整個生活世界之期待。準此，工具器物乃是人們經驗世界的方式的中介，技術總是生活世界的組成部分。而在上手的工具損壞或失效(breakdown)時，「在手存有」的工具才成為「手前存有」(present-to-hand, Vorhandenheit)突顯出來，而脫離人們具體的使用情境，成為被觀察、可研究的對象，而傳統哲學的問題就在於將所有的存有都當作「手前存有」來處理（楊洲松，2011）。
Ihde(2006/2008：44)延續Heidegger的觀點認為，在這個意義上，科學研究來源於和依賴於之前的，或說是存有論上在先的實踐情境。換句話說，從Heidegger的觀點出發，倒轉了科學與科技的關係，也就是傳統上認為科技是科學應用的觀點，而使人們認識到，科學本身也是從工具上去體現的，沒有設備和實驗室，就沒有科學。這部分的意義在Heidegger其後1954年〈關於科技的問題〉一文中得到更明確的闡釋，這也成為20世紀70年代以後科技哲學的重要觀點（楊洲松，2011）。
Heidegger在〈關於科技的問題〉一文中開宗明義即從存有論觀點提出一般人對於理解科技本質的錯誤。他認為，科技的本質根本就不是科技的東西，若執著於科技的東西就無法找到科技的本質。對於科技本質的追問必須要從現象學的方式著手，並將其與人類的存在關連起來，並藉以為與科技的一種自由關係作準備。Heidegger認為，科技的本質就是存有的解蔽，人類的命運就是存有的解蔽，存有的解蔽僅發生於跟世界的自由與開放的世界關係。然而，現代人將自我意志侵入到存有，科技—算計的以一種儲存與「框架」(Gestell)的方式再現世界，使得萬物成為儲存物而皆為人所用，雖然這也是一種解蔽。現代人的解蔽是一種命運，因為它毫無理由地強求自然，隱蔽而非解蔽存有。準此，僅當人們重新喚起人類的自我意志並將自身計畫投入真理的發生以超克「框架」的科技態度時才能得救，也才能重新認識到存有。沒有科技就沒有解蔽會發生，是以問題並不是停在科技，而是不同的運用科技，因此必須回歸到科技的藝術特徵，回到語言與詩之中，透過轉向語言與詩的思考，重新發現存有賴以安身立命的世界（楊洲松，2011）。

3、 從現象學到後現象學

後現象學是美國科技哲學家Ihde用來指稱他對於當代科技分析所採用的理論觀點。Ihde是德裔美人，在1950年代整個美國學界籠罩分析哲學氣氛下，他卻對歐陸哲學特別感到興趣，尤其是存在主義學說。他也曾研究神學，師事神學家Tillich撰寫有關聖經研究的論文，但之後他轉向了現象學的研究，也寫了關於法國詮釋現象學者Paul Ricoeur的文章。而在巴黎研究時期，他就翻譯了Ricoeur《詮釋的衝突》(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 )一書，首先將Ricoeur的學說介紹到了北美(Selinger, 2006: 1-2)。而在美國本土實用主義與分析哲學的氛圍下，Ihde也傾向具體的問題解決，主張要「從事現象學」(do phenomenology)。因此，他的後現象學也稱為「實驗現象學」(experimental phenomenology)、「工具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instrumentation) 「實用的現象學」(pragmatic phenomenology)(Mitcham, 2006: 31)。
Ihde採用「後現象學」這個詞語，即指出了是對於現象學有意是地修正或改變。而有時稱為「實驗現象學」、「工具現象學」或「實用現象學」，也正顯示出Ihde在美國實用主義氛圍影響下，將實用主義強調經驗與實用的經驗結合現象學而對於當代科技進行分析研究。準此，Ihde指出，從現象學到後現象學的轉向是經由實用主義而完成的，其中有三個重點(Ihde, 2006/2008: 8-30)：
1.實用主義的方法可以避免現象學被誤解為一種主體性哲學而陷入唯我論與觀念論的泥淖中。實用主義從實踐與行動而不是理論與沉思出發(Richard Rorty)，並強調「有機體—環境」(organism-environment)互動(John Dewey)的觀點，可以使現象學成為一種非主體性和相互關連的現象學。
2.經由將現象學的三個重要的概念：變更理論(variational theory)、體現化(embodiment)與生活世界(life-word)帶入實際的科技分析之中，從科技的物質性考慮、對身體技巧的實際使用及實踐的文化情境三個層面，進行更深入的動態理解。
3.後現象學用具體的經驗方法來研究多樣化的科技，探究與分析科技在社會、個人與文化生活中發揮作用的方法。也就是進行「經驗的轉向」(empirical turn)。此種經驗的轉向根據荷蘭科技哲學家Hans Achterhuis(2001)在《美國科技哲學：經驗轉向》(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he Empirical Turn)一書中，指出了古典科技哲學與當代科技哲學有三個區別：首先，古典科技哲學傾向關注整體的科技，而不是特殊的科技；古典科技哲學家更注重使現象科技成為可能的歷史的與超驗的(transcendental)條件，而不是科技文化發展帶來的變化。其次，古典科技哲學家通常懷抱有浪漫主義或鄉愁的情懷，因此多具有「反烏托邦」(dystopian)的色彩。但當代科技哲學是要去正確地理解科技的文化現象，而不是排斥科技。最後，新的科技哲學家採取了一種經驗的轉向，要求去分析科技產品的具體發展與形成，認為這過程中參雜了諸多社會力量的影響。同時他們也不將科技視為一個整體來分析，而是認為應該區分為多樣化的不同科技來獨立地進行分析。 
    綜上所述，後現象學可說是個哲學運動，其主要目的在分析人與實在(human beings and reality)的關係。古典的現象學旨在尋找物自身的本真(authentic)，揭露那些導致事物異化的科學及科技上的原因；但後現象學反對這樣的浪漫的本質主義，而傾向抱持人與實在是彼此相互建構的關係。在古典現象學觀點中，人與物之間是相對的關係，但在後現象學觀點中，則認為人的主體性與物的客觀性彼此是相互塑造的。人之所以成為如此的人，是建立在他能將自身表現為實在的基礎上，而實在之所以是如此，是因為它可以被人們經驗到的基礎上(Verbeek, 2006: 122)。

4、 後現象學觀點的「關係存有論」(relational ontology)科技分析

    Ihde賡續Heidegger存有論的工具現象學分析取向，提出一種人與科技的「關係存有論」(relational ontology)觀點，認為每一種人與科技間的關係，都是一種內在關係存有論的模式。他認為，科技會轉化人們對於世界得經驗、人類的知覺、人們對世界得解釋；反過來，人們在此過程中也被轉化了，存有論的思考變成是重要的。根據Ihde的分析，人、科技與世界之間是個連續體，其一般的意向性關係為：人—科技—世界。而根據彼此間關係的變量，又可以區分為體現關係、詮釋關係、它異關係與背景關係四種模式(Ihde, 1990、楊洲松，2009)：

1. 體現關係(embodiment relations)

    Ihde認為，在實踐之中，人們透過科技的「體現關係」參與了生活世界。在日常生活中，主體經驗會將科技視為是感知世界的工具，藉由它來轉變主體的知覺感官與身體感官。例如，「伽利略使用望遠鏡，是透過望遠鏡來體現自身所見，也就是伽利略—望遠鏡—月球的關係。又像是我戴上眼鏡體現出眼鏡科技，我—眼鏡—世界的關係」(Ihde, 1990:73)。科技在此扮演著中介的角色，倘若科技讓使用者可以透過它而看到了字義性與象徵性的意義，則科技成為感知器官的一部分，科技成為了「對…的經驗」(experience of ___)的一部分。科技進入到人與環境的、身體的、知覺的、活動的關係之中，科技與使用者之間建立了「體現關係」，人工物被一同融入到了人的身體經驗之中，導向環境或作用於環境，其可表示為：

（人—科技）--世界               (Human-technology)—world

體現關係有兩個特點：科技必須是「透明的」(transparent)與可學會的，或說是建構的。透過學會運用科技，科技本身成為透明的而「退場」(withdraw)，已經融入到使用者的知覺—身體經驗之中。Ihde舉了眼鏡、助聽器、手杖等工具之於視覺、聽覺與觸覺，當使用者學會如何使用這些工具時，工具就退場地與使用者融為一體，不會特別去關注到工具，此時是（人—科技）--世界(Human-technology)—world的關係。體現關係的經驗也會產生一種雙重的願望：一方面希望完全地透明，希望技術能真正「成為我」，但這麼一來就沒有了科技，因為完全的透明是人的身體與感覺；另一方面，希望擁有科技所帶來的力量與轉化，也就是透過科技使人的身體能力可以獲得提升與放大。因此，人與科技間的體現關係具有矛盾性，既希望科技能實現轉化，卻又希望科技的絕對透明，換句話說，既想要獲得科技的好處，又想要擺脫科技的限制。Ihde指出，這正是科技烏托邦與科技惡托邦夢想的來源。
Ihde指出，在這種關係中，存在著具有一種必然的「放大/縮減」(magnifyication/reduction)架構(Ihde, 1990: 74)。體現關係會同時放大、擴大或是縮減、移除（阻擋）一些透過它而經驗到的東西。例如，人們透過望遠鏡觀察到的月球，性質會不同於肉眼所看到的月亮；透過電話的聯繫，人們可已經聽到遙遠距離之外人們的聲音，但是代價是此經驗會被限縮於聲音。
Bakardjieva(2005/2008：86)進一步討論了Ihde「人—科技」關係中的「放大/縮減」架構。他指出，在很大的程度上，人們的中介行動是被科技相關事物所塑造；其次，這些科技架構決定了現存「放大/縮減」的特性。例如，人們可以從居住地或工作地的圖書館預約書籍（行動範圍的放大），但他卻必須採用圖書館資料庫所規定的分類目錄，而喪失了透過互動的人際協助以獲得相關指引的機會（縮減）。或以e-mail為例，人們可以透過e-mail給予遠方朋友一些訊息（放大），但遠方的朋友卻無法從中獲得聲音的撫慰（縮減）。Bakardjieva認為，Ihde理論的不足之處在於「放大/縮減」之間的平衡是如何達成的？而事實上，「縮減」是深刻於一組「設計選擇」的科技體系中，這些選擇是由「縮減」人們工作內容的目標所引導。
由於時空行動區域的擴增所帶來的自由及賦權感，淹沒了人們對於科技的批判，且讓人們忘了且必須去承載科技所帶來的縮減。科技一方面成為人們自我的延伸與社會世界的再現；另一方面，人們的自我表達與再現世界時所使用的符碼卻都必須適應於中介科技的架構。準此，人們喪失了面對事物的立即感官經驗，被剝奪了面對面的接觸，且身陷於由科技所強加的一連串操作與等待時間的週期中，且很快就會同意被「設定」(set up)，並時常無法運用想像力來設想自身的可能性，這是一種難以掌握的縮減形式。Bakardjieva指出，這正是成為科技造成「異化」的根源，產生了阻礙賦權可能性的壓迫與操縱(Bakardjieva, 2006/2008: 91)。

2. 詮釋關係(Hermeneutic relations)

    Ihde稱第二種「人—科技」的關係為「詮釋關係」(Ihde, 1990:80)。Ihde指出，Heidegger負面地去看待了上手工具損壞或失效時，從「在手存有」轉換為「手前存有」的現象，而錯失了可以用詮釋學的觀點來看待人與科技間的關係。Ihde認為，詮釋學是一種科技情境中的特殊解釋活動，這種活動需要特殊的知覺模式，此種模式類似於閱讀的過程。閱讀是對於文本的閱讀，而文本係由某種科技作為中介所書寫。換句話說，科技可以是針對一些實在進行再現(representation)的載具，而這些實在是位於主體感官範圍之外。當主體注視科技製品時，其所閱讀的的並不是科技製品本身，而是製品背後的指涉物(reference)，主體運用科技的過程更像是閱讀或解釋的活動。例如當人們看溫度計時，溫度計是用來指涉溫度的，人們透過溫度計解讀了外面世界的溫度。也就是科技將世界表達成為人們可以認識的對象。溫度計是用來指示某種意義的，從人類知覺的角度以一種可閱讀的科技展示在人與世界的關係之中。在這例子之中，科技的透明度是詮釋性的，而非直接的感知經驗。因此，主體必須具備相關知識才能去解讀這些科技載具所再現的那背後的指涉物。換句話說，閱讀本身還是屬於身體本身的知覺位置上，而科技在人—科技—世界的關係上，其變量不同於體現關係，可表示如下：

人—（科技—世界）         Human(technology—world)

    Ihde指出，在詮釋學關係中，世界首先轉譯為文本，而文本是可讀的。在人們閱讀文本以知覺世界的過程中，世界的數字化過程變成是必要的。因為目前的科技並無法將事物的整體論效果傳送出去，其必須轉譯為能傳送的數字符碼。，將工具所看到的東西分解為一連串的數字，再通過電信網路傳送給接收者，再重組為可識讀的格式。電腦科技基本上也是這樣的運作邏輯，所有的資訊無論是聲音或動靜態影像，都必須轉換為0-1模式進入網際空間，再於接收端重組再現為所傳送的資訊。

3. 它異關係(alterity relations)

    Ihde所分析的第三種關係為「它異關係」。Ihde認為，它異關係並不是如Heidegger及其追隨者以負面的角度來描述技術的他者性，也不是如客觀主義者僅簡單地關注到作為認識對象的科技的物質屬性。Ihde認為，還是必須從「人—科技」的關係來看待作為他者的科技(technology-as-other)。Ihde指出，人與科技的關係並不都是指示性的，也可以將科技視為準對象(quasi-objects)，甚至是準它者(quasi-others)而與人們是「它異」的存在物，且似乎這它異的存在物充滿著生機而能令人著迷。長期以來，人們即對於此種科技的它異性著迷，不斷希望創造出「自動機」(automation)，一個具有生命或準生命而能自行運作的人造物。最典型的發明物即為鐘錶。直至今日的電腦、機器人、人工智慧(AI)等電腦科技，更是以朝向可以擬仿生命體自我生成的運作模式為目標去進行設計與製作。它異關係與前述的體現關係同樣有著希望科技完全透明卻又希望其具有轉化效能的矛盾。這種關係可以表示為：(Ihde, 1990: 107)

人—科技—（世界）的關係                human-technology--(world)

    它異關係可以具有，但不必然具有通過科技指向世界的關係，因此世界可能成為情境與背景，科技成為有焦點的準它者出現，從而可能構成像是遊戲、藝術或體育活動。

4. 背景關係(background relations)

    Ihde認為，科技與人類意識過程並不一定存有直接的關連性。Ihde指出，在任何滲透了科技的世界之中，背景包含了無數的科技，其在日常生活脈絡中運行，人們是生活在這樣的科技系統之中，卻不會有意識地關注他們。例如，天氣熱了，就打開冷氣機，但打開後人們就幾乎忘了他的存在，除非它進入Heidegger所謂「損壞」，人們才會去注意到它。此時的冷氣機是作為背景的一部分而存在著。Ihde指出，此種關係有兩點必須要注意：首先，作為背景所呈現的機器活動並沒有前述的透明性或不透明性。按照現象學的說法，這種科技物抽身而去，其作為不在場的出現，成了人們經驗領域的一部分，也成了當下環境的組成部分。另一個作為背景物的科技是形式與各種將人與外界環境格離開來的科技有關。例如衣服，衣服將人們身體與外界做了隔絕，但穿衣服的經驗又是處於體現關係的邊界上。另外，像是人類尋求庇護的技術，都是位居於一個背景的位置上。而這樣的背景科技，其實也轉化與塑造了人類的經驗世界，對人類經驗世界的方式也有著微妙的影響，當它失效時，引起之破壞程度常超乎人們的想像。例如，人們已經習慣於有電的生活經驗，一旦長時間停電，將會馬上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因此，背景關係同樣具有放大/縮減的效應。

綜上所述，Ihde的對科技與人之間關係的分析提供了與古典現象學分析不同的觀點。他與Heidegger同樣都在追問：「科技對人們與世界間關係的意義為何？」，Heidegger將科技視為是世界揭露的控制方式，Ihde則描繪出了一個更為模糊曖昧的圖像。傳統上，科技哲學在於嘗試解釋科技及其背後實在間的關係，科技被認為是揭露意義的一種方式，此揭露方式被認為是單向地對於世界進行操控。然而，Ihde認為，科技並非起於與世界的關係，而是起於人們處理具體的科技產品，以及可能的實踐與解釋。準此，在經驗的層次上，作為經驗中介的一些事物，科技不再必然是揭露世界的方式的產物。科技以不同方法轉化人們接近世界有許多不同的形式，有一些會擴展出新的形式，有些則窄化。而在文化的層次，科技不再被視為將世界當成貯存物以資開發利用的框架，科技文化不會以單向的方式，而是會走向多樣性的發展。科技不會開創一種揭露實在的單一方式，而是會產生許多不同的觀點。 
現象學在Husserl之後將理解日常生活世界作為主要的任務，但對於科技的關注，尤其是科技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Verbeek(2006:123)就認為，Ihde提供了極佳的觀點去理解科技生活世界的豐富性；後現象學觀點提供了一個穩定的分析事物作為中介角色的架構，尤其是科技產品。因為中介的過程可以可以被準確地安置在人與實在的關係之間。

5、 結語

在面對人們與科技相互交纏，科技為人所發明，人也被科技所重塑之不可逆轉、無可迴避的科技社會中，關於「人—科技—世界」關係的思考就變成非常重要。釐清與認清了人與科技之間的關係，對於教育活動的因應與應為，可以有較為清晰的方向與路線可供思考。尤其是思考科技在教育活動上的應用，無可避免的會有其科技本質中的兩面性，認為「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的樂觀烏托邦(Utopia)論，或認為「科技始終控制著人性」悲觀的惡托邦(Dystopia)論，如何走出此對立路數，而能深度省思「科技始終挑戰著人性」，而可以促使人們進一步思考科技的問題與風險，且能積極介入科技設計、研究與發展過程，發展出如Heidegger所謂與科技間能有「自由關係」(free relations)的人，亦為科技社會中教育的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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